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双月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总第 ２３８ 期）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 ０３ １２；修回日期：２０２２ ０８ １０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发展格局下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互动机制及稳增长效应研究”

（２１ＹＪＣ７９００３６）；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全球价值链重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研究：测度、机制检验与政策模拟”
（ＪＺ２０２１ＨＧＴＡ０１３８）；中 央 高 校 基 本 科 研 业 务 费 专 项 资 金 项 目 “ 进 口 贸 易 对 就 业 的 影 响 研 究： 基 于 全 球 价 值 链 视 角 ”
（ＪＺ２０２１ＨＧＱＡ０２２４）；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 “全球价值链调整对我国异质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机制与政策研究”
（ＡＨＳＫ２０１９Ｄ０２２）

作者简介：葛阳琴（１９８６—　 ），女，安徽马鞍山人，经济学博士，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利

益分配；陈悦（１９９４—　 ），女，安徽合肥人，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全球经济治理与高水平开放。
①东亚经济体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

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与东亚价值链提升

———基于嵌入模式的实证分析

葛阳琴，陈　 悦

（合肥工业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摘要：结合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增加值贸易，构建新的国际分工地位指标，测算东亚各经济体的价值链分工

地位，并实证检验了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对东亚价值链提升的影响。 研究发现，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对东亚价值链

分工地位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全球生产网络的嵌入模式对东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有

异质性。 从嵌入方向来看，前向参与对东亚经济体分工地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后向参与对东亚经济体分工地

位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前向参与的促进效应远大于后向参与的抑制效应；从嵌入深度来看，无论是浅度参与全球

生产网络还是深度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均对东亚经济体分工地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深度参与对价值链分工地

位的促进作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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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交通运输成本的下降和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以生产工序或生产任务［１］ 为特征的全球价值

链分工成为当今国际分工的重要特征。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兴起改变了全球生产的组织模式，产品的

生产过程被分割成不同的生产阶段，多个国家或地区专业化从事某一或某几个生产阶段，从而形成了

全球生产网络。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全球生产网络的生产组织形式在区域层面得到快速发

展。 东亚无疑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东亚价值链也因此备受关注。 东亚价值链

最初是由“雁行模式”演变发展而来，自 ２０ 世纪末以来，伴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兴起，东亚地区逐渐

形成了以“分散化生产”为基础的生产和分工形式，各经济体在价值链上的不同生产环节开展生产活

动［２］。 由中国、日本、韩国、东盟 １０ 国组成的东亚生产网络，逐渐发展成为与北美自由贸易区

（ＮＡＦＴＡ）、欧盟（ＥＵ）鼎足而立的三大区域生产网络之一。 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不仅重塑了东亚经济

体之间的分工结构，也为东亚经济体融入全球经济、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契机。 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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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是否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中促进了国内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并最终实现了价值链分工

地位提升？ 何种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模式更有利于促进东亚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 厘清这些问题既

有助于更好地认清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对东亚价值链提升①的影响，也为有效促进东亚经济体价值链升

级提供了思路和方向。
随着各国不断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成为各经济体出口竞争力高低的综合反映。

关于一国整体及其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测度，主要有两类方法。 一类是直接测度法。
Ｆａｌｌｙ［３］以及 Ａｎｔｒａｓ ｅｔ ａｌ． ［４］构建了度量行业与最终产品之间距离的“上游度”指标。 Ｍｉ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Ｔｅｍｕｒｓｈｏ⁃
ｅｖ［５］则从投入视角测算了行业“下游度”指数。 Ａｎｔｒａｓ ａｎｄ Ｃｈｏｒ［６］总结了已有测量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

的上游度和下游度的指标，并建立了理论分析框架。 另一类是使用代理指标的间接衡量法。 如使用出口

商品结构相似度［７］、一国或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８］、出口价格［９］、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１０ １１］、ＧＶＣ 地位

指数［１２］等来衡量一国或地区及其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 此外，苏庆义［１３］ 对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１４］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进行改进，构建了同时考虑增加值属性和产品属性的国际分工地位指标。
在此基础上，现有文献基于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测算了东亚价值链分工地位。 葛阳琴和刘晴［１５］构建区

域内 ＧＶＣ 位置指数和区域外 ＧＶＣ 位置指数，测算东亚各经济体在全球生产网络和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分

工地位。 马莉莉和张亚楠［１６］利用 ＧＶＣ 地位指数，测算了东亚 １３ 个经济体的服务贸易的分工地位。 熊

彬等［１７］从前向生产联系和后向生产联系两个维度测算了东亚制造业分工地位。
关于全球生产网络嵌入模式的研究，Ｇｅｒｅｆｆｉ［１８］ 最早将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模式分为接单产品组装

（ＤＥＡ）、接单加工生产（ＯＥＭ）、设计生产加工（ＯＤＭ）和自有品牌生产加工（ＯＢＭ）四种模式。 Ｈｕｍｍｅｌｓ ｅｔ
ａｌ． ［１９］将一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方式分为两种：一是进口中间投入用于生产出口，即 ＶＳ；二是出口中

间产品被他国用以生产出口，即 ＶＳ１。 随后，Ｋｏｏ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１２］和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在 Ｈｕｍｍｅｌｓ ｅｔ ａｌ． ［１９］研

究的基础上将全球价值链的嵌入模式分为前向价值链参与和后向价值链参与。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进一步根

据中间品跨境的次数将价值链的嵌入模式分为浅度价值链参与和深度价值链参与。 此外，王岚［２１］指出

不同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模式因其行业所处的技术层次而存在较大差异。
关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国际分工地位升级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于

一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唐海燕和张会清［７］ 研究发现，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于价

值链提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且主要来源于高层次的分工合作。 邱斌等［８］研究表明，参与全球生产

网络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但也存在着行业差异性，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比较明

显，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并不明显。 另一些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价值

链分工中，由于缺乏核心的生产技术，主要从事技术水平较低的生产制造或组装、原料加工环节，容易

被俘获在价值链的低端阶段，很难实现向价值链高端的攀升，更不存在升级过程中的所谓“自动”实现

机制［２２］，同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导致了发展中国家自我创新能力受限、技术升级能力受阻［２３ ２４］。
现有文献对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关系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为相

关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但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首先，鲜有文献对东亚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

研究，东亚地区作为全球价值链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是否通过参与全球生产网络获得分工地位提

升，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其次，已有研究多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角度研究其对价值链分工

地位的影响，忽略了不同嵌入模式对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异质性影响。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力图在以

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第一，研究视角上，关注东亚区域的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研究参与全球生产网

络对东亚价值链提升的影响，对现有文献进行有益的补充；第二，从嵌入方向和嵌入深度两个视角，深
层剖析不同的全球生产网络嵌入模式对东亚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异质性影响。

二、 东亚价值链的分工地位演进：典型事实

（一） 指标构建与数据说明

本文对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１４］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进行改进，将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增加值贸易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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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来，构建新的国际分工地位指标。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最终产品的生产可能要经过多次中

间产品的跨境流动才能完成，一国出口产品中可能包含着来自其他国家的增加值成分，因而，传统的

贸易统计无法真实反映一国出口中的价值创造。 随之兴起的增加值贸易核算［１０，２０，２５］能够追踪出口产

品的增加值来源，还原各个国家或地区在全球生产网络分工下的价值创造。 因此，出口技术复杂度与

增加值贸易的结合能够更真实地反映一国或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
首先，基于增加值贸易核算构建产品技术复杂度（ＰＲＯＤＹ）指标，即：

ＰＲＯＤＹｋ ＝ ∑
ｊ

（ｄｖａ ｊｋ ／ ＤＶＡ ｊ）

∑ ｊ
（ｄｖａ ｊｋ ／ ＤＶＡ ｊ）

Ｙ ｊ （１）

其中，ＰＲＯＤＹＫ 表示 ｋ产品的技术复杂度，ＤＶＡ ｊ 表示 ｊ国或地区出口的国内增加值，ｄｖａ ｊｋ 表示 ｊ国或

地区 ｋ 产品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即 ＤＶＡ ｊ ＝ ∑
ｋ
ｄｖａ ｊｋ，Ｙ ｊ 表示人均 ＧＤＰ 水平。该指标权重部分的分子

ｄｖａ ｊｋ ／ ＤＶＡ ｊ 表示 ｊ 国或地区 ｋ 产品的增加值出口占该国或地区增加值出口的份额，权重部分的分母

∑ ｊ
ｄｖａ ｊｋ ／ ＤＶＡ ｊ 是对所有国家或地区 ｋ 产品的增加值出口份额进行加总。 因此， 该指标的设定跟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１４］ 的研究类似，是对人均ＧＤＰ进行加权平均，权重相当于每个国家或地区 ｋ产品的基

于增加值贸易的显性比较优势。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国际分工地位指数如下：

ＧＶＣＰ ｊ ＝ ∑ ｋ

ｄｖａ ｊｋ

ＤＶＡ ｊ

æ
è
ç

ö
ø
÷ＰＲＯＤＹｋ （２）

其中，ＧＶＣＰ ｊ 表示 ｊ 国或地区的国际分工地位，该指标是对一国或地区所有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

度根据各产品的增加值出口份额进行加权平均。式（２） 表明，一国或地区的国际分工地位既取决于该

国或地区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又取决于该国或地区的出口结构以及国内增加值，因此，能够较准确

地度量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各国或地区的国际分工地位。
为计算各经济体的国内分工地位指数，本文采用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６］使用 ＯＥＣＤ⁃ＩＣＩＯ 数据库中 １９９５—

２０１１ 年的世界投入产出表来测算各经济体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同时，各经济体人均实际 ＧＤＰ 数据来

源于 Ｐｅｎｎ Ｗｏｒｄ Ｔａｂｌｅ 数据库。
　 　 　 表 １　 产品技术复杂度（ＰＲＯＤＹ）最高和最低的 ５ 个产品部门

部门代码 部门名称
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均值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

最低

Ｃ４ 纺织、服装和皮革制造业 １４ ９００． ５６
Ａ１ 农业、狩猎、林业和渔业 １７ ７５１． ０８
Ｃ５ 木材、软木制品业 １９ １９８． ２９
Ｃ７ 焦炭、精炼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 １９ ９３２． ２７
Ｃ１８ 未分类的制造业和资源回收行业 ２１ ８３８． ７６

最高

Ｓ２５ 金融服务业 ４１ ０４１． ５８
Ｓ３１ 教育 ３３ ６０８． ３４
Ｓ３０ 公共管理、国防和社会保障 ３２ ３８９． ８５
Ｓ２８ 计算机及相关活动 ２８ ８０５． １２
Ｍ２ 采矿业 ２８ １３７． ４３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ＯＥＣＤ⁃ＩＣＩＯ 数据库中的世界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出。

（二） 东亚价值链分工地

位演进的特征事实

１． 产品技术复杂度

借鉴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１４］

的做法，本文采用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各年份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平

均值作为该产品的技术复杂

度，并以此计算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

各经济体的国际分工地位。 表

１ 显示了产品技术复杂度最高

和最低的 ５ 个产品部门。 产品

技术复杂度最高的 ５ 个部门主

要为服务业部门，其中金融服

务业的技术复杂度最高。 此外，采矿业的技术复杂度也较高，这一方面是由于采矿业通常位于价值链的

上游阶段，国内增加值率较高；另一方面是由于矿产资源丰富国家的人均 ＧＤＰ 水平较高，如文莱。 产品

技术复杂度最低的部门是纺织、服装和皮革制造业，其次是农林渔牧业、木材制品业等。 总体来看，尽管

使用产业分类较粗的投入产出表计算产品技术复杂度，但仍比较符合各产品部门的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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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东亚经济体国际分工地位的演进

表 ２ 进一步显示了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间东亚各经济体的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以及在东亚区域价值

链和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排名。 如表 ２ 所示，在东亚区域价值链中，文莱的分工地位最高，柬埔

寨的分工地位最低。 由于国际分工地位指数的测算中，既涵盖了制造业部门，也涵盖了服务业和初级

产品部门，因此，日本在东亚区域的价值链分工地位并非最高。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间，除越南和柬埔寨外，
其他经济体的国际分工地位指数均有所上升，其中，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台湾

的分工地位上升幅度较大。 样本研究期间，中国的价值链分工地位尽管有所上升，但在东亚区域仍处

于较为落后的位置，２０１１ 年仅高于柬埔寨和越南，落后于其他东亚经济体。
从东亚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排名来看，除文莱、日本、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外，其他

东亚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较低的分工位置。 ２０１１ 年，文莱的价值链分工地位居世界第 ３，中国香

港的价值链分工地位居世界第 ８，而柬埔寨和越南位于全球价值链 ６３ 个经济体中的最低位置（分别为第

６３ 位和第 ６２ 位）。 从演变趋势来看，新加坡、韩国、印度尼西亚的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较明显。 以韩国

为例，样本研究期间，韩国的价值链分工地位排名从 １９９５ 年的世界第 ４２ 位上升到 ２０１１ 年的世界第 ２５
位。 然而，日本和越南的价值链分工地位下降幅度较大。 样本研究期间，日本的价值链分工地位排名从

１９９５ 年的世界第 １６ 位下降为 ２０１１ 年的世界第 ２６ 位。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间，中国的价值链分工地位尽管有

所上升，但攀升缓慢，２０１１ 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仍处于落后位置（第 ５７ 位）。 这一测算结果与苏庆

义［１３］的研究结论一致。 尽管中国出口贸易增长迅速，但中国主要从事加工装配等低附加值的生产活动，
且服务贸易发展水平落后，这是导致中国价值链分工地位落后的主要原因。

表 ２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东亚各经济体的国际分工地位

经济体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１ 年

ＧＶＣＰ 东亚
排名

全球
排名

ＧＶＣＰ 东亚
排名

全球
排名

ＧＶＣＰ 东亚
排名

全球
排名

ＧＶＣＰ 东亚
排名

全球
排名

ＧＶＣＰ 东亚
排名

全球
排名

文莱 ２７ ２５９ １ ２ ２７ ５７４ １ ２ ２７ ７２０ １ ３ ２７ ７９６ １ ４ ２７ ７９２ １ ３
中国香港 ２５ ３５７ ２ ８ ２６ ０９８ ２ ８ ２６ ７１７ ２ ８ ２７ ０７３ ２ ８ ２６ ８７９ ２ ８
新加坡 ２４ １９３ ４ ２２ ２４ ５５９ ４ ２１ ２５ ０７７ ３ １６ ２５ ４６７ ３ １２ ２５ ５８０ ３ １５
韩国 ２３ ３２１ ９ ４２ ２３ ８３７ ６ ３２ ２４ ４６１ ５ ２７ ２４ ７８０ ４ ２３ ２４ ７５５ ４ ２５
日本 ２４ ６８２ ３ １６ ２４ ６９２ ３ １７ ２４ ８００ ４ ２１ ２４ ７１３ ５ ２５ ２４ ７４８ ５ ２６
中国台湾 ２３ ３４７ ８ ３９ ２３ ６０６ ８ ４０ ２３ ８８０ ７ ３８ ２４ ０５７ ６ ３７ ２４ １４５ ６ ３８
马来西亚 ２３ ７９２ ６ ３０ ２４ ０２２ ５ ２９ ２４ ０３８ ６ ３２ ２４ ３３１ ７ ３３ ２４ ２７０ ７ ３６
印度尼西亚 ２２ ９９３ １０ ４９ ２３ ３１８ ９ ４５ ２３ ３８５ １０ ５２ ２３ ８７３ ８ ４３ ２４ １３１ ８ ４０
菲律宾 ２３ ４８７ ７ ３７ ２３ ０７８ １０ ４９ ２３ １７６ １１ ５３ ２３ ７５４ ９ ４５ ２４ ０４８ ９ ４２
泰国 ２２ ６４３ １１ ５３ ２２ ９３０ １１ ５３ ２３ ４００ ９ ５１ ２３ ３８６ １０ ５３ ２３ ３８９ １０ ５３
中国 ２２ ０２２ １２ ６１ ２２ ２１９ １２ ６０ ２２ ７４２ １２ ５７ ２３ ０９９ １１ ５８ ２３ ０９７ １１ ５７
越南 ２４ １２０ ５ ２４ ２３ ７９０ ７ ３３ ２３ ６６４ ８ ４５ ２２ ９８１ １２ ５９ ２２ ４２７ １２ ６２
柬埔寨 １９ ７８６ １３ ６３ ２０ ２７７ １３ ６３ ２０ ８３１ １３ ６３ ２０ ７４６ １３ ６３ ２１ ０７４ １３ ６３

注：数据是作者根据 ＯＥＣＤ⁃ＩＣＩＯ 数据库中的世界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出，受篇幅限制，仅列出 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１ 年的数据。

三、 全球生产网络影响经济体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理论机制分析

由于不同的价值链属性存在差异，且研发、设计等非生产性环节的价值链位置难以量化，因此，准确

度量经济体所处的价值链分工地位是非常困难的［７］。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２２］认为，全球价值链的每一环节都对应

着不同的技术层级，并指出价值链提升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技术能力的提升。 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主要通

过以下机制影响一国或地区的技术水平，进而影响其价值链分工地位。 （１）技术转移和溢出效应。 全球

生产网络本质上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优化产业链布局的结果。 一方面，跨国公司会通过对外直接投

资（ＦＤＩ）的形式将部分产业对外转移，在对东道国投资的过程中，往往会对东道国产生技术转移和扩散

效应；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通过价值链上的中间品贸易形成技术溢出效应。 参与全球生产网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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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可以使一国或行业更容易获得国外高质量的中间产品，通过学习、模仿和吸收跨国公司已有的先进技

术，促进自身的技术进步。 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和溢出效应可以促进本土企业提升技术水平，促进其技

术创新，从而提升其价值链分工地位。 （２）规模效应。 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一方面有利于企业融入海外

市场，扩大市场规模，形成规模经济；另一方面，由于企业专业化生产特定的生产环节，不必建立一整套的

生产体系，有利于实现规模收益递增，提升企业利润空间。 规模效应促进了企业边际利润率的增加，使企

业有能力增加研发投入，推动技术改进和产品创新，同时，规模效应还降低了企业创新的边际成本和准租

金，从而有利于企业创新，提升其技术水平［２７］。 （３）竞争效应。 竞争效应是指企业主动提升自身研发能

力，以规避来自价值链中技术水平相近的企业竞争［２４］。 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企业在面对外部竞争时，会
主动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自身研发创新能力，以规避竞争保持市场地位。 正如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所言，
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这种更高的生产率是在长期的竞争中形成的。 （４）低端锁定

效应。 当一国或行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通过对进口中间品进行加工组装实现价值增值，较多地

依赖于他国提供的中间品参与全球生产网络。 一方面，过度依赖中间产品进口可能抑制其自主创新和研

发的能力［２８］；另一方面，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位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发达国家主导着核心技术、专利

和人力资本等，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时，容易被发达国家俘获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从而形成

“低端锁定效应” ［２３ ２４］，抑制了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１。
假说 １：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对于一国或地区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取决于多种效应的综合作用。

若负向效应大于正向效应，则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对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有负向影响。
当区分不同的全球生产网络嵌入模式时，不同的嵌入模式对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存在着显著

差异。 前向参与全球生产网络，意味着一国或地区多是通过中间品出口的形式参与全球生产网络。
一方面，大量出口技术密集型中间品有利于产生规模效应，同时竞争效应也会使企业不断提高自身技

术水平；另一方面，中间品出口需要满足价值链主导企业对生产、技术等多方面的要求，存在一定的技

术溢出效应，因而对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正向效应更为明显。 后向参与全球生产网络，通常是以进口

中间品，然后经过加工组装后再出口的加工贸易模式，一方面，可以通过大量出口产生规模效应和竞

争效应，通过对进口中间品的学习、模仿和吸收，产生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后向参与

通常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容易产生低端锁定效应。 已有大量文献表明，后向参与经济体对技术溢出

的吸收效应较弱，且存在明显低端锁定效应［２４］。 因而，后向参与对价值链提升产生的负向效应更为

明显。 就深度参与和浅度参与而言，均是中间品出口的形式参与全球生产网络，有利于产生规模效

应、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从而对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有促进作用。 浅度参与模式下，中间品出

口后直接被进口国吸收，而深度参与模式下，中间品出口后被进口国加工，然后复出口，经济体可能会

从多次中间品跨境中获得更多的学习和交流机会，产生更多的技术溢出效应。 同时，深度参与意味着

该经济体参与的生产环节位于全球价值链中间环节，一般而言，其研发水平和吸收能力较强，从而更

有利于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由此，本文提出假说 ２ 和假说 ３。
假说 ２：前向参与全球生产网络有利于东亚价值链提升，而后向参与全球生产网络抑制了东亚价

值链提升。
假说 ３：浅度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和深度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均有利于东亚价值链提升，其中，深度

参与的促进作用更强。
四、 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与东亚价值链提升的实证分析

（一）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１． 模型构建

本部分对全球生产网络与东亚价值链提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要素禀赋、
外商直接投资、全要素生产率、制度质量、金融发展水平也是影响一国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因

素［７，２０，２９ ３１］。 因此，本文将计量模型设定为：
—０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ＧＶＣＰ ｉｔ ＝ α０ ＋ α１ｇｖｃ＿ｍ ＋ β１ｈｕｍａｎ ＋ β２ｃａｐｉｔａｌ ＋ β３ ｆｄｉ ＋ β４ ｔｆｐ ＋ β５ 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 ＋ β６ ｆｉｎａｎｃｅ ＋ φｉ

＋ φｔ ＋ εｉｔ （３）
其中，ｉ 表示经济体，ｔ 表示时间，被解释变量 ＧＶＣＰ 表示经济体的国际分工地位；解释变量中，

ｇｖｃ＿ｍ为全球生产网络参与程度，ｈｕｍａｎ为人力资本，ｃａｐｔｉａｌ为物质资本，ｆｄｉ为外商直接投资，ｔｆｐ为全

要素生产率，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 为制度质量，ｆｉｎａｎｃｅ 为金融发展水平，εｉｔ 为随机扰动项。同时，为了解决随个体

和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问题，在模型中加入时间固定效应 φｉ 和个体固定效应 φｔ。考虑到不同变量水平

值的巨大差异，在实证回归中，对因变量国际分工地位（ＧＶＣＰ） 以及自变量中的物质资本（ｃａｐｉｔａｌ） 和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取自然对数。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全球生产网络参与程度（ｇｖｃ＿ｍ）。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除了研究参与程度

对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外，本文还从嵌入方向和嵌入深度两个视角来剖析全球生产网络嵌入模式

对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从嵌入方向视角来看，全球生产网络嵌入模式分为前向参与度（ｇｖｃ＿ｆｏｒｗａｒｄ） 和

后向参与度 （ｇｖｃ＿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从嵌入深度视角来看， 全球生产网络嵌入模式分为浅度参与度

（ｇｖｃ＿ｓｉｍｐｌｅ） 和深度参与度（ｇｖｃ＿ｃｏｍｐｌｅｘ）。
根据 Ｈｕｍｍｅｌｓ ｅｔ ａｌ． ［１９］的研究，经济体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方式有两种：（１）进

口中间投入用于生产出口，从垂直专业化生产的后向产业关联视角反映一国参与全球生产分工情况，
即 ＶＳ。 （２）出口中间产品并被他国用以生产出口，从垂直专业化生产的前向产业关联的视角反映经

济体参与全球生产分工情况，即 ＶＳ１。 因此，借鉴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１２］的做法，构建如下指标：

ｇｖｃ＿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ｉ ＝
ＶＳｉ

Ｅ ｉ
＝
∑
ｓ≠ｉ

ＶｓＢｓｉＥ ｉ∗

Ｅ ｉ
（４）

ｇｖｃ＿ｆｏｒｗａｒｄｉ ＝
ＶＳ１ ｉ

Ｅ ｉ
＝
∑
ｓ≠ｔ

ＶｉＢ ｉｓＥｓｔ

Ｅ ｉ
（５）

其中，Ｅ ｉ 为 ｉ经济体的总出口，Ｖ为增加值系数向量，Ｂ为里昂惕夫逆矩阵，Ｅ ｉ∗ 表示 ｉ经济体的总出

口向量，Ｅｓｔ 表示 ｓ 经济体对 ｔ 经济体的总出口向量。
本文将全球生产网络参与程度（ｇｖｃ＿ｍ） 定义为 ＶＳ 和 ＶＳ１ 之和占总出口的比重，即：

ｇｖａ＿ｍｉ ＝
ＶＳｉ ＋ ＶＳ１ ｉ

Ｅ ｉ
＝ ｇｖｃ＿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ｉ ＋ ｇｖｃ＿ｆｏｒｗａｒｄｉ （６）

根据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的研究，如果一国中间品出口后直接被进口国用于生产最终产品满足国内最

终需求，即该中间品跨境次数仅有 １ 次，则称为浅度参与；如果一国中间品出口后被进口国用于生产

出口品，并最终被他国吸收或是回流到国内用于满足国内的最终需求，即中间品跨境流动次数在两次

及以上，则称为深度参与。 因此，具体的指标构建如下：

ｇｖｃ＿ｓｉｍｐｌｅｉ ＝
∑
ｉ≠ｓ

（ＶｉＢ ｉｓＹｓ）

Ｅ ｉ
（７）

ｇｖｃ＿ｃｏｍｐｌｅｘｉ ＝
∑
ｉ≠ｓ

（ＶｉＢ ｉｓＥｓ）

Ｅ ｉ
（８）

其中，Ｙ 为最终需求向量，其他变量的解释与式（４）、式（５） 相同。
２． 数据说明

本文计量模型所使用的面板数据集的时间跨度为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截面单元为 ＯＥＣＤ⁃ＩＣＩＯ 表中的 １３
个东亚主要经济体，即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越南、印度

尼西亚、柬埔寨和文莱。 各经济体的国际分工地位根据 ＯＥＣＤ⁃ＩＣＩＯ 表和前文的测算公式计算得出。 人

力资本变量参考Ａｎｔｒａｓ ｅｔ ａｌ． ［４］采用１５ 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数据来源于 Ｂａｒｒｏ ａｎｄ Ｌｅｅ［３２］的研

究。 物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数据来自 Ｐｅｎ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ａｂｌｅ 数据库。 物质资本存量采用人均资本存量表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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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国际分工地位（ＧＶＣＰ） ２２１ ２４ ０１０ １ ７１２ ２７ ７９６ １９ ７０４
平均受教育年限（ｈｕｍａｎ） ２２１ ８． ３２３ ２． ２５１ １２． １７０ ３． ２６９
人均资本存量（ｃａｐｉｔａｌ） ２２１ １７５ ２３０ １５８ ６３０ ５６４ ９９１ ４ ９８５
外商直接投资存量（ｆｄｉ） ２２１ １２１ ９８３ １９２ ４３７ １ １００ ０００ ３５６
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１８７ ０． ５９９ ０． ２１３ １． ０２３ ０． ２５４
法律法规（ 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 ２２１ ０． ２９４ ０． ８４６ １． ７０７ － １． ２８０
私人信贷占 ＧＤＰ 比重（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０ ０． ８４１ ０． ４９３ ２． ０２３ ０． ０３５
全球生产网络参与度（ｇｖｃ＿ｍ） ２２１ ０． ３６０ ０． １１０ ０． ５６０ ０． １４０
后向参与度（ｇｖｃ＿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２２１ ０． ２７６ ０． １２３ ０． ４７７ ０． ０２３
前向参与度（ｇｖｃ＿ｆｏｒｗａｒｄ） ２２１ ０． ０８８ ０． ０２６ ０． １５２ ０． ０３８
浅度参与度（ｇｖｃ＿ｓｉｍｐｌｅ） ２２１ ０． ２７５ ０． １１４ ０． ６６６ ０． １３１
深度参与度（ｇｖｃ＿ｃｏｍｐｌｅｘ） ２２１ ０． １５８ ０． ０５２ ０． ３２６ ０． ０６３

　 　 　 　 　 表 ４　 基于全球生产网络参与度的实证结果

变量
（１）
ＬＳＤＶ

（２）
ＰＣＳＥ

（３）
全面 ＦＧＬＳ

ｇｖｃ＿ｍ
－ ０． ０３３ ０∗ － ０． ０３３ ０∗ － ０． ０３４ ３∗∗∗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１）

Ｈｕｍａｎ
０． ００８ １∗∗∗ ０． ００８ １∗∗∗ ０． ００６ 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 ０１２ ５∗∗ ０． ０１２ ５∗∗∗ ０． ０１１ ２∗∗∗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ＴＦＰ
０． ０２９ ９∗∗ ０． ０２９ ９∗∗∗ ０． ０２９ ４∗∗∗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ＬｎＦｄｉ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０１ ０ －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０． ０１０ ５∗∗∗ ０． ０１０ ５∗∗∗ ０． ００６ ８∗∗∗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 ００９ ５∗∗∗ ０． ００９ ５∗∗∗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时间趋势项
０． ００１ １∗∗ ０． ００１ １∗∗ ０． ００１ ５∗∗∗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常数项
９． ７９５ ７∗∗∗ ９． ７９５ ７∗∗∗ ９． ８４６ ６∗∗∗

（０． ０７） （０． ０６） （０． ０５）
国家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５３ １５３ １５３
调整 Ｒ２ ０． ９７４ ０． ９７６

Ｗａｌｄ 异方差检验统计量
５２８． ０７∗∗∗

（０． ００）

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 自相关检验统计量 １５． ７３７∗∗∗

（０． ００３ ６）

注：∗、∗∗、∗∗∗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

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示，根据 Ｐｅｎ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ａｂｌｅ 的资本

存量数据和人口数据计算得出，其
中，Ｐｅｎ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ａｂｌｅ 中的资本存

量是采用 Ｈａｌｌ ａｎｄ Ｊｏｎｅｓ［３３］ 研究中

的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出。 全要素

生产率则是根据相对美国全要素

生产率的相对值和美国全要素生

产率计算得出。 ＦＤＩ 采用外商直

接投资存量衡量，数据来源于世界

银行数据库。 在制度质量变量的

选取上，本文采用全球治理指标体

系 （ Ｗｏｒｌ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ＷＧＩ）中的法律法规（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指标来衡量，该指标主要衡量经济

体契约执行、产权保护相关的法律

规则，通常被用来作为衡量制度质

量的指标［９，１４］。 该指标缺失 １９９５
年、１９９７ 年、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００１ 年的数

据，本文参考胡昭玲和张玉［９］ 的处

理方法，使用 １９９６ 年数据代替 １９９５
年数据，同时，对于其他三个年份采

用前一年份和后一年份的平均值进

行插值。 对于金融发展水平变量，
采用私人信贷规模占 ＧＤＰ 的比重

来衡量经济体的金融发展水平，数
据来源于世界银行金融发展和结构

数据库。 衡量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

的四个指标后向参与度、前向参与

度、浅度参与度、深度参与度的数据

是根据 ＯＥＣＤ⁃ＩＣＩＯ 中的世界投入

产出表计算得出。 各变量的描述性

统计如表 ３ 所示。
（二） 实证结果分析

１． 基于全球生产网络参与度

的实证分析

根据计量模型（３）对参与全球

生产网络与东亚价值链提升进行

计量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４ 所示。
由于样本数据中时间维度 Ｔ（Ｔ ＝
１７）较大，截面个体 Ｎ（Ｎ ＝ １３）较小，属于长面板。 在长面板中，由于 Ｎ 相对于 Ｔ 较小，对于可能存在

的固定效应，只要加入个体虚拟变量即可，即采用 ＬＳＤＶ 法。 同时，对于时间效应，通过加上时间趋势

项来控制，以避免使用时间虚拟变量时损失较多的自由度。 表 ４ 中的（１）列为 ＬＳＤＶ 法估计，控制了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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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固定效应和时间趋势项；（２）列在使用 ＯＬＳ 回归的基础上，使用面板校正标准误（ＰＣＳＥ）；（３）列
采用全面 ＦＧＬＳ 回归①，在利用长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时，通常会面临组间异方差、组间同期相关及

组内相关问题的困扰，全面 ＦＧＬＳ 估计更有效率。 表 ４ 显示，三种不同计量方法的回归结果非常近似，
除对外直接投资（ＦＤＩ）这一指标的显著性水平不同外，其他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均不

存在显著差异，这也一定程度上表明本文的计量回归结果是较为稳健的。
从 Ｗａｌｄ 异方差检验统计量和 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 自相关检验统计量的结果可以看出，样本存在着组间异

方差和组内自相关，因此，全面 ＦＧＬＳ 估计最有效率，我们将以全面 ＦＧＬＳ 模型的估计结果作为实证分

析结果。 全面 ＦＧＬＳ 的估计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参与度（ｇｖｃ＿ｍ）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参与全球生

产网络对东亚价值链分工地位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也就是说，随着东亚经济体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程

度的加深，其分工地位将不断下降。 经济体参与程度越高，意味着对全球生产网络的依赖程度越高。
东亚经济体多为发展中国家（如东盟和中国），在参加全球生产网络时往往从事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如
技术水平较低的生产制造或组装、原料加工等，容易被发达国家俘获在价值链的低端阶段［２２ ２３］，从而

使得低端锁定效应超过了来自其他渠道的正向效应，最终造成全球生产网络参与程度与价值链分工

地位呈负向关系。 这一实证结果证实了假说 １。 同时，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制度因素

对东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２． 基于嵌入模式异质性的实证分析

进一步对不同类型的全球生产网络嵌入模式对东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

如表 ５ 所示。表 ５ 中的（１） 列至（３） 列显示了全球生产网络嵌入方向影响东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估计

结果。（１） 列仅加入前向参与度（ｇｖｃ＿ｆｏｒｗａｒｄ），结果显示，前向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对东亚价值链分工

地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２） 列仅加入后向参与度（ｇｖｃ＿ｂａｃｋｗａｒｄ），结果显示，后向参与全球生产网络

对东亚价值链分工地位有显著的负向影响。（３） 列同时加入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结果显示，前
向参与度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后向参与度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说明估计结果较为稳健。这一结果

支持了假说 ２。从系数大小来看，前向参与度的系数为 ０． ３２４ ７，而后向参与度系数为 － ０． ０３８ ９，表明从

前向产业关联视角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对东亚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促进效应远大于从后向产业关联

视角的抑制效应。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间，除文莱和日本外，东亚其他经济体主要从后向产业关联的视角参

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以中国为例，２０１１ 年中国的全球生产网络参与程度为４０． １％ ，其中，后向参与度为

３２． １％ ，而前向参与度仅为 ８． ０％ 。因此，这两者的相互作用使得全球生产网络参与程度对东亚生产网

络分工地位升级有负向影响，进一步证实了假说 １。这意味着参与程度的提高并不等于分工地位的提

升，特别是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参与程度越高，其出口产品中的进口成分越高，对国外

经济的依赖越强，也越容易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表 ５ 中的（４） 列和（５） 列显示了全球生产网络嵌入深度影响东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估计结果。

（４） 列仅加入浅度参与度（ｇｖｃ＿ｓｉｍｐｌｅ），（５） 列仅加入深度参与度（ｇｖｃ＿ｃｏｍｐｌｅｘ），结果显示，无论是浅

度参与度还是深度参与度，均在 １％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浅度参与和深度参与均对东亚价值链分

工地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６） 列同时加入浅度参与度和深度参与度，结果显示，浅度参与度和深度

参与度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说明估计结果较为稳健。从系数大小来看，深度参与度对东亚价值链分

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大。这一实证结果验证了假说 ３。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东亚各经济体的浅度参与度均呈

不断下降的态势，均值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３２． １％ 下降为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６． ４％ ，而深度参与度均呈不断上升的态

势，均值从１９９５ 年的１２． ８％ 上升为１７． ６％ ，但仍然显著低于浅度参与度。东亚经济体主要通过浅度参

与的形式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但其深度参与程度不断深化，这一发展态势将有利于东亚价值链分工地

位的提升。

—３９—
①在计量回归之前，对各变量进行了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均是平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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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基于嵌入模式异质性的实证结果

变量
嵌入方向 嵌入深度

（１）
全面 ＦＧＬＳ

（２）
全面 ＦＧＬＳ

（３）
全面 ＦＧＬＳ

（４）
全面 ＦＧＬＳ

（５）
全面 ＦＧＬＳ

（６）
全面 ＦＧＬＳ

ｇｖｃ＿ｆｏｒｗａｒｄ
０． ３２４ ７∗∗∗ ０． ２５５ ８∗∗∗

（０． ０６） （０． ０６）

ｇｖｃ＿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 ０． ０３８ ９∗∗∗ － ０． ０２０ ２∗

（０． ０１） （０． ０１）

ｇｖｃ＿ｓｉｍｐｌｅ
０． １０４ ８∗∗∗ ０． ０８４ ９∗∗∗

（０． ０２） （０． ０２）

ｇｖｃ＿ｃｏｍｐｌｅｘ
０． ２１３ ７∗∗∗ ０． １３２ ５∗∗∗

（０． ０３） （０． ０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５３ １５３ １５３ １５３ １５３ １５３
Ｗａｌｄ 异方差检验统计量 ７４８． １９∗∗∗ ４８３． ５１∗∗∗ ５３５． ６４∗∗∗ ３０５． ５６∗∗∗ ５８２． ０６ ３２８． １３∗∗∗

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 自相关检验统计量 ２０． ５０９∗∗∗ １５． ８５８∗∗∗ １９． ６２０∗∗∗ １３． １４７∗∗∗ ２３． ４４５ １８． ０４６∗∗∗

注：∗、∗∗、∗∗∗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实证结果表明，参与生产网络能否促进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取决于经济体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

模式，从前向产业关联视角嵌入全球生产网络有利于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而从后向产业关联视角

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则不利于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同时，深度参与全球生产网络比浅度参与全球参

与生产网络更有利于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 因此，东亚生产网络若要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
必须改变低端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模式。

表 ６　 稳健性分析 １

变量
参与度 嵌入方向 嵌入深度
（１）
２ＳＬＳ

（２）
２ＳＬＳ

（３）
２ＳＬＳ

（４）
２ＳＬＳ

（５）
２ＳＬＳ

ｇｖｃ＿ｍ
－ ０． ０５５ ８∗∗

（０． ０３）

ｇｖｃ＿ｆｏｒｗａｒｄ
０． ４９４ ４∗∗∗

（０． １１）

ｇｖｃ＿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 ０． ０６７ ３∗∗∗

（０． ０２）

ｇｖｃ＿ｓｉｍｐｌｅ
０． １６８ ３∗∗∗

（０． ０４）

ｇｖｃ＿ｃｏｍｐｌｅｘ
０． ２７６ ６∗∗∗

（０． ０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４４ １４４ １４４ １４４ １４４
调整 Ｒ２ ０． ９７５ ０． ９７６ ０． ９７５ ０． ９７７ ０． ９７６

注：∗、∗∗、∗∗∗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

为标准误。

（三） 稳健性分析

１．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估计

就本文模型而言，解释

变量中，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与价值链分工地位可能存在

着反向因果关系。 国际分工

地位高的经济体，其生产技

术比较成熟先进，更易处于

价值链较高的生产环节，更
倾向于前向参与和深度参与

全球生产网络分工，因而，被
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之

间可能存在着双向因果关

系。 由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目
前尚未有文献提出较为有效

的工具变量［２４］。 为此，本文

引入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其工具变量，并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２ＳＬＳ）进行回归。 ２ＳＬＳ 估

计结果报告在表 ６ 中①。 可以看到，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且系数结果与表 ５ 非常

—４９—
①这里仅报告了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 如有读者对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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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各类型全球生产网络嵌入模式的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水平均与前文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这再次

表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显著抑制了东亚价值链提升，这主要是由于后向参与度对东亚生产网络分

工地位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后向参与度的负向影响大于前向参与度的正向影响。 在控制了可能存

在的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基本结论仍然稳健。
２． 国际分工地位的其他测量方法

前文的分析是采用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各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平均值作为该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为了得

到稳健的估计结果，进一步采用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１４］ 的处理方法，使用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三年的产品技术

复杂度的平均值作为该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并计算新的国际分工地位指数。 以新的国际分工地位指

数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报告在表 ７ 中，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水平均与前文回

归结果保持一致，全球生产网络参与程度仍然不利于提升东亚生产网络的分工地位，各类型全球生产

网络嵌入模式的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水平均与前文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同时，其他解释变量的回归结

果也与前文基本一致。 这表明，在不同的国际分工地位测量方法下，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表 ７　 稳健性分析 ２

变量

参与度 嵌入方向 嵌入深度

（１）
全面 ＦＧＬＳ

（２）
全面 ＦＧＬＳ

（３）
全面 ＦＧＬＳ

（４）
全面 ＦＧＬＳ

（５）
全面 ＦＧＬＳ

ｇｖｃ＿ｍ
－ ０． ０４１ １∗∗∗

（０． ０１）

ｇｖｃ＿ｆｏｒｗａｒｄ
０． ３２６ ９∗∗∗

（０． ０５）

ｇｖｃ＿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 ０． ０４４ ９∗∗∗

（０． ０１）

ｇｖｃ＿ｓｉｍｐｌｅ
０． １３５ ０∗∗∗

（０． ０２）

ｇｖｃ＿ｃｏｍｐｌｅｘ
０． ２３０ ９∗∗∗

（０． ０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５３ １５３ １５３ １５３ １５３
Ｗａｌｄ 异方差检验统计量 １ ３０５． ４５∗∗∗ ２ ５００． ９８∗∗∗ １３５８． ６８∗∗∗ ４０４． ３９∗∗∗ ２ ５６９． １９∗∗∗

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 自相关检验统计量 １２． ８０５∗∗∗ １４． ７６４∗∗∗ １２． ８９２∗∗∗ １４． ６１１∗∗∗ １７． １８３∗∗∗

注：∗、∗∗、∗∗∗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五、 结论及启示

本文将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增加值贸易结合起来，构建新的国际分工地位指标，测算了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东亚各经济体的国际分工地位。 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对东亚价值链提升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１）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间，除越南之外，东亚其他经济体的分工地位均有所上升，其中，中
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台湾的分工地位上升幅度较大。 样本研究期间，中国的分工

地位尽管有所上升，但仍处于最为落后的位置，２０１１ 年仅高于柬埔寨和越南，落后于其他东亚经济体。
从全球范围内来看，除文莱、日本、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外，其他东亚经济体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处于

较低的分工位置。 （２）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对东亚价值链分工地位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同时，人力资

本、物质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制度因素对东亚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３）对东亚经

济体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嵌入模式进行剖析发现：从嵌入方向来看，前向参与度对东亚经济体分工地位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后向参与度对东亚经济体分工地位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前向参与度对东亚经

济体分工地位升级的促进效应远大于后向参与度对东亚经济体地位升级的抑制效应；从嵌入深度来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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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无论是浅度参与度还是深度参与度，均对东亚经济体分工地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深度参与度

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大。 结果表明，参与全球生产网络能否促进分工地位升级，取决

于经济体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方式，因此，东亚生产经济体若要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必须改

变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方式，主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在我国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过程中，本文的研究结论有重要的

启示作用：（１）应主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

资源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成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模式。 这一模式带来了中国出口的

高速增长，然而，从长期来看，这种低端嵌入模式很容易被俘获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因此，我国不能

固守原有的静态比较优势，应主动嵌入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参与高层次的分工合作。 （２）应注重技术

创新、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制度质量等要素的协同投入，只有这样，国内企业才有可能参与全球价值

链更高层次的分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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